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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粮食安全吗

———基于土地经营方式转变的分析

靳卫东,房 芳,陈佩奇

摘 要:近期土地流转被视为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有效策略。为此,本文研究了土地流转影响粮

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理论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发现土地流转明显降低了粮食生产,是我国粮食产量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土地流

转推动小农户向家庭农场转变,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增加了粮食单产;另一方

面也显化和提升了土地成本,在种粮 “微利”条件下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两方面因素相比,种粮面积减少

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所以土地流转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产量,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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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麦青贮是指,灌浆期小麦被提前收割,经过粉碎、发酵等处理以后,制作成为牛羊等动物的养殖饲料。近期在

全球粮食减产、国际贸易争端加剧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河南、山东等地的小麦青贮数量快速增长,引发了公众对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被称为小麦青贮事件。

② 粮食安全的内涵十分宽泛,既包括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问题,又涉及粮食需求和粮食消费问题。目前,按照 “中

国人的饭碗里应主要装中国粮”的时代要求,在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目标下,粮食生产仍然是我国粮

食安全的核心内容。为此,本文论证了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进而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

一、引 言

2022年我国多地发生了小麦青贮事件①,再加上全球粮食减产、短缺和价格上涨,激发了人们

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②。长期以来,受人地关系制约,分散化、细碎化小农户经

营是我国土地耕种的主要方式,它限制了资源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抬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1]。那

么,随着现代农技发展和农业人口转移,通过土地流转,让种粮 “能手”经营更多土地,必然能够

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粮食生产[2][3]。为此,2014年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

产”,以 “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可是,伴随此次改革,我国粮食产量增速不升反降,
特别是种粮面积逐步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明显不符合原有的粮食生产论证逻辑,也有悖于 “稳定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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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种植面积”的政策要求。因此,根据农业生产环境变迁,本文考察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包括粮食单产和种粮面积变化。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农业机械化、农业补贴、劳动供给、化肥使用、气候变化等因素对

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4][5][6][7],其中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有关土地流

转和规模经营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至今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

家,农村要素市场 (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较不完善[3],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

率增长,由此提出了IR假说 (InverseRelationship),即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随着劳动工资上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率提升[8],特别是考虑

到土地质量差别、样本测度偏误和内生性问题[3][9],IR假说很可能已经减弱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尤其是在中国,伴随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和劳动市场发展以及现代农技的推广与应用,土地流转和

规模经营对粮食生产的负向作用很弱[10][11],甚至有可能已经转变为正值[12][13],成为粮食单产和粮

食产量增长的重要原因。2014年土地制度改革以后粮食单产迅速增长,似乎也为此提供了统计数

据的证据。只是,基于农业生产环境变迁,IR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仍需更多的数据测度和经验

论证。
事实上,粮食生产受到双重约束,不仅涉及粮食单产,而且取决于种粮面积变化。伴随土地流

转,大量土地经营 “非粮化”和 “非农化”趋势明显,已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害[14]。有研究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流转推高了地租,导致 “地租侵蚀利润”,进而挫伤了农户种粮积极性。
可是,很多小农户种植粮食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求,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不计算人工和土地成

本。相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农场流转入其他农户土地,使土地成本从 “隐性”机会

成本转变为 “显性”租金支出,才会产生土地成本约束进而形成强烈的 “非粮化”和 “非农化”动

机。这就合理解释了2014年土地制度改革以后,伴随土地流转我国种粮面积逐步减少。换言之,
研究土地成本显化及提升对家庭农场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才能全面认识土地流转在粮食增产中的实

际作用。
另外,对于土地流转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大量文献采用某一或特定地区调查数据,样本覆盖范

围太小[13],而且相关数据采集时间过早,不能捕捉近期农业生产环境变迁,特别是2014年以后土

地制度改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土地质量、气候变化和要素市场发展等因素较难测度,很容

易造成遗漏变量,再加上有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测度误差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9][10][11],也导致

了准确估计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计量方法困难。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方式进而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可以在三个

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根据近期农业生产环境变迁,本文采用2014、2016和2018年CLDS
(ChinaLabor-forceDynamicSurvey)数据,检验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可以为

IR假说检验提供新的证据;第二,基于土地经营主体由小农户向家庭农场转变,本文考察土地成

本显化及提升对种粮面积的影响,能够为全面认识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视角;第

三,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和 Hausman-Taylor模型等,解决遗漏变

量、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有利于准确分析土地流转在粮食生产进而在粮食安全中的重要

作用。

二、土地流转与粮食生产分析

目前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小农户仍然是我国数量占优的土地经营主体。不过,如表1所示,
随着土地流转,2013—2018年耕种10亩以下土地的小农户占比不断减少,而耕种10~50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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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农场占比增加了0.5%左右①,同时50亩以上大规模土地经营主体的占比略有上升。可见,
土地流转正在推动小农户向家庭农场转变。这种土地经营方式转变必然对粮食生产造成重要影响,
会导致粮食单产和种粮面积两方面变化,进而有可能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表1 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主体转变

流转入土地的不同主体占比 (%) 不同土地经营主体的占比 (%)
小农户 企业 合作社 其他主体 <10亩 10~50亩 >50亩

流转入土地用于

种粮的占比 (%)
2012年 64.69 9.18 15.85 10.28 - - - 55.99
2013年 60.29 9.44 20.36 9.91 85.96 12.83 1.21 56.52
2014年 58.31 9.66 21.93 10.10 85.94 12.78 1.28 56.81
2015年 58.65 9.47 21.79 10.09 85.71 12.92 1.37 56.69
2016年 58.38 9.68 21.58 10.36 85.52 13.13 1.35 56.53
2017年 57.50 9.83 22.70 9.96 85.21 13.34 1.45 55.76
2018年 57.17 10.31 22.47 10.05 85.22 13.23 1.55 54.15
总增长率 -11.62 12.31 41.77 -2.24 -0.86 3.12 28.10 -3.29

  注:总增长率是指2012至2018年各项指标的总增长百分比。资料来源于历年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由

作者整理、核算。

(一)粮食单产的变化: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转移到城镇地区,并没有顺利转化为市民,而是被迫选择了 “半工半

耕”的生活方式[15]。换言之,除参与非农务工以外,很多小农户还兼营土地,只是将土地经营放

在次要地位[10]。这显然有碍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和粮食单

产。首先,小农户兼业从事分散化、细碎化土地经营,降低了各种生产要素集约化使用进而激励农

业资本投入的可能[16],比如购置大型农用机械、大面积改良农田以及建造重要水利设施等。其次,
如果小农户单纯耕种少量土地,既不能充分发挥家庭劳动能力,又不能满足家庭生活需要。所以,
“非农务工、抽空务农”成为大部分小农户的理性选择,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投入和农业生产专业

化,导致大量土地弃耕、撂荒或者是粗放耕种[17][18]。而且,按照小农户家庭分工,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务工,文化层次较低的 “老弱病残”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也会阻碍良种推广、生态农

业、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化农技服务发展[18][19]。最后,小农户耕种细碎化小规模土地,不能有效配

置和转移大量农业资源,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化,比如通过种养结合或者 “农场+”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20]。

与小农户相比,土地流转推动家庭农场发展,有利于土地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首

先,如表1所示,2014年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 《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等政策改革推动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发展,能够增加土地经营规

模,以提升土地经营集约化水平。而土地经营集约化有利于科学组合和集约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大幅

度提高土地生产率,并且也能在更大的连片土地上平摊农机购置、农田改良和水利建设成本,激励更

多农业资本投入[19]。其次,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还可以促进土地经营专业化,一方面吸引更多农业劳

动投入,减少土地粗放耕种、弃耕和撂荒等现象[17][19];另一方面规避农民老龄化和低素质化趋势,
便于良种推广、肥料增效、病虫害防治等现代农技应用。最后,伴随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家庭农场

基于要素共享推进种养结合等内部组织化,或者发展农场间协作和 “农场+”等外部组织化[20],能够

创建高单产、少物耗、低成本、抗风险的农业生产方式[21]。很明显,三方面因素都能改善农业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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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 《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家庭农场经营者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而不是依靠雇工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所以,结合山东省试点农业补贴 “三合一”以及江苏省农业大灾保险试点的实践,本文将家庭农场从事

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耕种面积设定为10~50亩。



境,在总体上将有利于增加土地生产率和粮食单产 (如表2所示)。由此,本文提出:

H1:土地流转推动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有效提高了粮食单产,有利于粮食增产。

表2 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变化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增长量 总增长率
粮食单产 451.35 444.67 470.93 467.41 457.13 468.72 449.30 -2.05 -0.45
总产值 1104.82 1099.13 1193.35 1109.59 1013.34 1069.06 1008.18 -96.64 -8.75
总成本 936.42 1026.19 1068.57 1090.04 1093.62 1081.59 1093.77 157.35 16.80
生产成本 770.23 844.83 864.63 872.28 871.35 866.01 868.90 98.67 12.81
土地成本 166.19 181.36 203.94 217.76 222.27 215.58 224.8 58.61 35.27
种粮毛收益 334.59 254.3 328.72 237.31 141.99 203.05 139.28 -195.31 -58.37
种粮净收益 168.4 72.94 124.78 19.55 -80.28 -12.53 -85.59 -253.99 -150.83

  注:粮食单产是指,种植粮食的亩均生产量,单位为:公斤/亩。其他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指标也都是亩均值,单位

为:元/亩。其中,种粮毛收益=总产值-生产成本,种粮净收益=总产值-总成本。另外,最后两列分别为2012至

2018年各项指标的总增长量和总增长率 (百分比)。资料来源于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由作者整理、核算。

(二)种粮面积的变化:土地经营 “非粮化”和 “非农化”
近年来粮食价格增长缓慢,而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快速上涨,粮食生产日渐趋于 “微

利”。如表2所示,2012至2018年粮食总产值增长明显落后于粮食生产成本上涨,两者差距已从

334.6元迅速缩减至139.3元。不过,对于小农户来说,其一,受制于农村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完

善,他们种粮主要是为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不精于计算人工和土地成本[8];其二,小农户高度

重视土地经营的社会保障功能[22],他们兼营土地主要为了规避失业风险、以备未来养老或者是应

对家庭生计的不时之需,并非为了盈利和增收[22];其三,非农务工收入增长弱化了农业生产对家

庭生计的支撑功能,也使得小农户兼营土地不是单纯为了增收[17],对种粮收益下降较不敏感;其

四,在 “半工半耕”生活方式中,农业生产已退居农村家庭 “副业”,那么为了节省农业劳动投入,
耕种用工少、投资小、不必费心照看的大田粮食作物就成为小农户经营土地的理性选择[15];最后,
我国农田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乡交通日益便利、农业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同样强化了小农户兼

营土地和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总之,小农户受到种粮收益下降的冲击相对较小,倾向于维持种粮面

积的基本稳定。
与小农户不同,家庭农场流转入其他农户土地,使土地成本从 “隐性”机会成本转变为 “显

性”租金支出,在种粮 “微利”条件下将面临更大的亏损风险。受传统习惯影响,早期小农户流转

土地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基于人情关系网络把土地免费或低租金流转给亲戚、朋友或其他具

有地缘关系的主体,以应对社会保障不足造成的各种风险,同时也能够保证土地不被破坏和按期收

回[23]。显然,这种土地流转规模很小,主要发生在小农户之间,土地租金较多体现为 “隐性”机

会成本,并不会造成大量土地经营 “非粮化”和 “非农化”。可是,最新研究表明,在家庭农场规

模化经营中,小农户流转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情元素逐渐被 “显性”租金取代,而且租

金还由此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上涨[24]。如表2所示,当土地成本从2012年的166.2元上升到2018年

的224.8元,种粮净收益 (即:总产值-总成本)就转化为负值,下降到了-85.6元。这将严重

削弱家庭农场种粮积极性,造成土地经营 “非粮化”和 “非农化”,比如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果蔬、
茶叶、药材等,甚至是开展乡村旅游等非农经营活动[19]。另外,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土地,很可

能在某些农业生产环节引入借贷资本[25]。那么,资本逐利与种粮收益下降的冲突也会强化土地经

营 “非粮化”和 “非农化”趋势。由此,就解释了表1中用于粮食种植的流转入土地占比较低,

2014年以后我国种粮面积逐渐减少,以及近期频发的小麦青贮事件。所以,本文提出:

H2:土地流转显化及提升了土地成本,减少了种粮面积,进而降低了粮食产量。

—80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综上所述,土地流转推动小农户向家庭农场转变,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

织化,提高了粮食单产;另一方面也显化及提升了土地成本,导致土地经营 “非粮化”和 “非农

化”。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粮食产量,而如果后者的影响更大,那么土地流转就在总体上降低了

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三、变量设置、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设置

根据前文分析,土地流转改变了土地经营方式,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

检验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首先,本文选择粮食单产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采用村庄层面上粮

食作物的亩均产量作为其衡量指标。具体核算方法是:村庄层面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总产量除以粮

食种植面积。其次,本文选择种粮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采用相对量指标,即农户平均在每亩耕

地上种植粮食的面积占比,作为种粮面积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受历史背景、自然禀赋和人口增

长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村庄、农户所拥有耕地面积和村民数量并不相同,甚至存在极大差别。
本文采用相对量指标来衡量种粮面积,可以有效避免这种耕地与村民数量差别所造成的种粮面积变

化测度误差。具体核算方法是:农户所获粮食直补金额除以地区内粮食直补标准,得出农户种植粮

食的耕地面积,然后再除以农户所拥有耕地的总面积。最后,同样是考虑到不同地区、村庄、农户

拥有耕地面积和村民数量的差别及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选择相对量指标,即农户平均在每亩

耕地上所能生产出的粮食数量,作为粮食产量的衡量指标,核算方法是:粮食单产乘以农户平均在

每亩耕地上种植粮食的面积。
在解释变量方面,也是为了消除不同地区、村庄、农户所拥有耕地面积和村民数量差别的不利

影响,本文采用相对量指标,即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作为土地流转的衡量指标,核算方法是:在

农户或村庄层面上流转入土地面积除以耕地总面积。
在控制变量方面,由于粮食生产受到多方面可见与不可见因素影响,所以本文在估计方程中还

加入了很多其他变量,包括农户、村庄、地区特征和粮食种类虚拟变量以及气候和极端天气因素。
其中,农户特征包括农户主事者的受教育年限和年龄、亩均务农人数、土地耕种方式、粮食生产补

贴;村庄特征包括务工与务农工资差距、人均耕地面积、灌溉排水服务;地区特征是省级层面人均

GDP;气候和极端天气因素包括全年降水量、日照时数和平均气温以及省级层面极端天气受灾面积

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另外,由于不同种类粮食作物的生长周期不同,其栽培和管理要求有区

别,而且它们相互之间还存在天然的单产差异,所以本文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了粮食种类虚拟变量,
以控制粮食种类差别的影响。粮食种类的衡量指标是小麦和玉米虚拟变量。由此,核心变量及其衡

量指标如表3所示。
(二)模型构建

首先,本文检验了土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具体方程为:

Pit=C0+C1Lit+C2Cit+λt+δi+εit (1)
其中,Pit是农户i第t年的粮食产量,从总体上反映了粮食生产情况;Lit是农户i第t年的土

地流转①,即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Cit是控制变量,包括农户、村庄、地区特征以及气候和极端天

气情况等;C0 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由于现代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率、劳动力工资、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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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地流转有两个衡量指标,即流转入土地面积和流转出土地面积。此处,本文采用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作为土地

流转的衡量指标,在后文中将采用流转出土地面积占比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3 核心变量及其衡量指标说明

核心变量 衡量指标说明 单位

粮食产量 农户平均在每亩耕地上生产粮食数量的对数值 —
粮食单产 村庄层面上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的对数值 —
种粮面积 农户平均在每亩耕地上种植粮食的面积占比 —
土地流转 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 —
受教育年限 农户家庭主事者的受教育年限 年

年龄 农户家庭主事者的年龄 年

亩均务农人数 从事农业生产超过3个月的家庭成员数/家庭耕地总面积 人/亩

土地耕种方式 0代表机械化耕作,1代表传统耕作方式 —
粮食生产补贴 农户所获种粮补贴/农户耕地总面积 元/亩

务工与务农工资差距 农户平均年工资收入减去平均年种粮收入的对数值 —
人均耕地面积 村庄耕地总面积/户籍人口总量 亩/人

灌溉排水服务 村庄是否提供灌溉排水服务:1为提供,其他为0 —
人均GDP 省级层面人均GDP的对数值 —
小麦虚拟变量 是否为小麦:1代表是,0代表不是 —
玉米虚拟变量 是否为玉米:1代表是,0代表不是 —
全年降水量 省级层面全年降水总量 毫米/年

全年日照时数 省级层面全年日照的小时数 小时/年

全年平均气温 省级层面全年平均气温 ℃
极端天气 省级层面极端天气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 —

价格以及土地和环境政策等诸多因素都随时间而改变,并且均对粮食生产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本文

在估计方程中还引入了时间固定效应λt。同时,土地质量、要素市场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存在明显的

地区差别且较难准确测度[8][23],为了控制它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地区固定效应δi。
其次,根据前文分析,为了识别粮食生产变化机制,本文检验了土地流转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估计方程为:

Dvt=α0+α1Lvt+α2Cvt+λt+δv+εvt (2)
其中,Dvt是村庄v第t年的粮食单产①,Lvt是村庄v 第t年的土地流转,Cvt是村庄、地区特

征、粮食种类虚拟变量以及气候和极端天气因素;同样,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δv 为地区固定效应,

α0 为常数项,εvt为随机扰动项。
最后,除了粮食单产,本文还检验了土地流转对种粮面积的影响,估计方程为:

Git=β0+β1Lit+β2Cit+λt+δi+εit (3)
其中,Git是农户i第t年的种粮面积,Lit是农户i第t年的土地流转,Cit是农户、村庄、地区

特征、粮食种类虚拟变量以及气候和极端天气因素;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δi 为地区固定效应,β0 为

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
还有,在上述估计方程中很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比如:农民倾向于流转出质量较差的土地,

所以流转土地的生产率相对较低;农民会根据粮食生产情况反向决定是否流转以及流转多少土地;
土地通常会流向能力更强的农民,所以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为此,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相关

估计,并选择农村宗族势力与县区层面土地流转情况的交互项作为土地流转的工具变量。其中,农

村宗族势力的衡量指标是,村庄中宗族组织数量;县区层面土地流转情况的衡量指标是,县区层面

上土地流转面积占所有耕地总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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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只能在村庄层面上核算粮食单产,所以在后文实证分析中,估计方程式 (2)的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等都采用了村庄及以上层面的数据资料。



一般认为,工具变量应该满足两项要求:相关性要求和排他性要求。首先,宗族势力是我国农

村地区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构筑起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

决定性影响[26]。在土地流转中,土地政策只是提供了外在的正式制度环境,而是否流转以及流转

多少土地最终还要决定于村民决策。这时,宗族势力作为村民的自组织形式,形塑了村民的自我认

同和生活微环境,对其土地流转决策将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并且,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人数

众多的宗族势力很容易与基层政治组织联合、构成 “权威耦合”,也能对村民的土地流转决策产生

重要影响[26][27]。所以,农村宗族势力与土地流转紧密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其次,
我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和土地流转决策都深受他人及村居文化影响。那么,
宏观层面土地流转情况肯定会影响单个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换言之,县区层面土地流转情况与农

户或村庄的土地流转紧密相关,也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再次,农户种植粮食的单产和面积

主要决定于其农技水平、农资投入、务工收入和家庭务农成员数等因素,与农村宗族势力和县区层

面土地流转情况没有直接关联,符合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最后,县区层面土地流转主要决定于

宏观的土地政策、要素市场、农业机械化率和自然禀赋条件等因素,其与农村宗族势力都很难被每

个农户或村庄的粮食生产情况所单独影响,具有很好的外生性。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该项调查是以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对劳动力所在社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劳动力所在家庭的人口

结构、家庭财产和家庭生产等众多问题开展调查。对应于 “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以及

“口粮绝对保证”的政策要求,本文筛选出生产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类粮食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
求得村庄层面粮食单产,并进行2%截尾处理,共得到535个村庄样本。同时,本文筛选出生产稻

谷、小麦和玉米三类粮食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并依据是否有务农家庭成员、是否获得粮食直补以

及是否发生了土地流转,剔除数据缺失样本,然后再针对粮食产量和种粮面积进行2%截尾处理,
共得到6915个农户样本。有关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表4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核心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粮食产量 0 1641 434.39 293.54
粮食单产 458 1641 658.17 246.07
种粮面积 0 1 0.66 0.36
土地流转 0 0.98 0.08 0.19
受教育年限 0.00 16.00 7.27 3.22
年龄 19.00 80.00 54.37 10.71
亩均务农人数 0.10 2.55 0.46 0.59
土地耕种方式 0 1 0.68 0.73
粮食生产补贴 0.00 0.86 0.09 0.07
务工与务农工资差距 0.81 3.80 1.98 0.71
人均耕地面积 0.12 16.06 2.07 2.23
灌溉排水服务 0 1 0.42 0.49
人均GDP 2.29 12.06 5.05 1.70
小麦虚拟变量 0 1 0.41 0.49
玉米虚拟变量 0 1 0.23 0.42
全年降水量 319.00 2357.60 634.80 242.12
全年日照时数 945.56 2489.08 1930.90 235.88
全年平均气温 -6.7 22.3 13.90 5.32
极端天气 0.03 0.80 0.2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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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如表5中列 (1)至列 (5)所示,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加入农户、村庄、地区特

征和粮食种类虚拟变量以及气候和极端天气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土地流转都显著减少了粮食产量。
并且,考虑到有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相关估计,结果如表5中列 (6)
所示。很明显,土地流转仍然显著减少了粮食产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014年土地制度改革

以后粮食产量增速下滑,初步验证了前文分析结论:土地流转降低了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构成了

威胁。

表5 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固定效应模型 IV估计

(1) (2) (3) (4) (5) (6)

土地流转 -1.127*** -1.196*** -1.251*** -1.248*** -1.247*** -4.864**

(0.146) (0.137) (0.144) (0.144) (0.145) (1.955)

农户特征 + + + + +

村庄和地区特征 + + + +

粮食种类虚拟变量 + + +

气候和极端天气 + +

cons 5.921*** 5.735*** 5.313*** 5.444*** 5.852***

(0.0110) (0.185) (0.209) (0.238) (0.326)

N 6915  6915  6915  6915  6915  6915  

R2 0.058  0.120  0.136  0.141  0.153  -0.072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为

了简化分析,表中没有详列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另外,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

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下表皆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首先农户主事者的受教育年限、亩均务农人数、土地耕种的机械化水平、粮

食生产补贴金额、人均耕地面积都能够显著增加粮食产量,印证了已有研究结论[18][28]。其次,由

于水稻是劳动密集型作物,小麦、玉米是劳动节约型作物[29],所以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条件下,
小麦和玉米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这表明劳动节约型粮食种植更受青睐,也从侧面印证

了前文有关土地流转发生及其影响的理论分析。最后,全年日照时数显著增加了粮食产量,而极端

天气不利于粮食生产。
(二)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的机制检验

1.粮食单产提升。以粮食单产为被解释变量,以土地流转为解释变量,逐步加入村庄、地区、
粮食种类虚拟变量以及气候和极端天气作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一方面,在列 (1)
至列 (5)中土地流转显著增加了粮食单产;另一方面,在列 (6)中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相关

估计,土地流转仍然提高了粮食单产,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证伪了IR假说,同时也初步证明

了 H1,即土地流转有效提高了粮食单产,有利于粮食增产,进而能够增进粮食安全。

—21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表6 土地流转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固定效应模型 IV估计

(1) (2) (3) (4) (5) (6)

土地流转 0.690*** 0.594*** 0.591*** 0.581*** 0.586*** 1.822***

(0.100) (0.0903) (0.0937) (0.0960) (0.0959) (0.484)

村庄特征 + + + + +

地区特征 + + + +

粮食种类虚拟变量 + + +

气候和极端天气 + +

cons 6.239*** 5.347*** 5.397*** 5.536*** 5.541***

(0.00765) (0.150) (0.170) (0.195) (0.233)

N 535  535  535  535  535  535  

R2 0.037  0.099  0.106  0.107  0.120  0.098  

2.种粮面积减少。以种粮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土地流转为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7所

示。在列 (1)至列 (5)中,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土地流转都减少了

种粮面积,且在1%水平上显著。考虑到有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相关

估计,土地流转依然显著减少了种粮面积。这初步验证了 H2,即土地流转减少了种粮面积,降低

了粮食产量。

表7 土地流转对种粮面积的影响

固定效应模型 IV估计

(1) (2) (3) (4) (5) (6)

土地流转 -0.53*** -0.55*** -0.55*** -0.54*** -0.52*** -1.52***

(0.05) (0.05) (0.05) (0.05) (0.05) (0.58)

农户特征 + + + + +

村庄和地区特征 + + + +

粮食种类虚拟变量 + + +

气候和极端天气 + +

cons 0.71*** 0.82*** 0.62*** 0.68*** 0.62***

(0.01) (0.09) (0.11) (0.12) (0.20)

N 6915  6915  6915  6915  6915  6915  

R2 0.066  0.118  0.144  0.150  0.158  -0.072  

综合上述表5、表6和表7的估计结果,这就初步印证了前文判断:相对于粮食单产增长,种

粮面积减少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大,所以土地流转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构成

威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调整研究样本、替换衡量指标和改变研究方

法,重新估计了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1.调整研究样本。(1)以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为了进一步消除土地质量、要素市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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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地区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提高对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的估计精度,本

文重新筛选研究样本,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粮食主产区。根据2001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国将31
个省 (区、市)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功能区。其中粮食主产区有13个省

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

川。以此为标准,本文筛选出粮食主产区样本,共得到456个村庄样本和4408个农户样本,估计

结果如表8中列 (1)所示。

表8 调整研究样本和替换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粮食主产区样本 消除测度误差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工具变量

(1) (2) (3) (4)

表A 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土地流转 -1.165*** -1.222*** -1.248*** -17.36

(0.154) (0.182) (0.145) (16.97)

控制变量 + + + +

N 4408 4974 6915 6915

R2 0.182 0.155 0.122 -1.095

表B 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土地流转 0.451*** 0.491*** 0.584*** 1.087***

(0.0929) (0.115) (0.102) (0.185)

控制变量 + + + +

N 456 489 535 535

R2 0.159 0.117 0.105 0.107

表C 对种粮面积的影响

土地流转 -0.54*** -0.51*** -0.27* -0.98*

(0.06) (0.06) (0.14) (0.42)

控制变量 + + + +

N 4408 4974 6915 6915

R2 0.177 0.154 0.097 0.155

(2)消除数据样本的测度误差。在问卷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的认知能力和信息缺陷,数据样

本有可能存在测度误差。而样本测度误差是产生IR假说的重要原因,会导致有关粮食生产规律的

认知偏误[11][13]。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按照信息来源差别,重新筛选研究样本。其中,对于村

庄层面调查数据,包括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土地流转等,本文只保留受访者为村主任或村支书的

样本,借此保证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对于农户调查数据,包括粮食直补金额、土地流转和粮食生产

等,本文以被访者家门口两米范围内是否有垃圾为标准,只保留没有垃圾的样本,借此提高样本数

据精度。这样,本文共得到489个村庄和4974个农户样本,估计结果如表8中列 (2)所示。
总之,在两次调整研究样本以后,土地流转仍然显著增加了粮食单产,同时减少了种粮面积,

并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产量。这再次验证了前文分析结论,说明土地流转明显不利于粮食生产和粮

食安全。

2.替换衡量指标。(1)替换解释变量———土地流转的衡量指标。如前文所述,土地流转有两

个衡量指标,即流转入土地面积和流转出土地面积。有别于前文的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分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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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采用流转出土地面积占比作为土地流转的衡量指标,核算方法是:在农户或村庄层面上流转出

土地面积除以耕地总面积,估计结果如表8中列 (3)所示。
(2)替换工具变量。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户之间交往紧密、很容易相互模仿和学习,所以村庄

内部其他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会严重影响单个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而村庄内部其他农户的土地流

转情况很难直接作用于单个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同时,单个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显然很难影响到

其他农户的土地流转。因此,借鉴何安华等[30]的研究,本文选择每个农户所属村庄内部其他农户

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的平均值作为土地流转的工具变量。同理,本文选择每个村庄所属地区内部其

他村庄流转入土地面积占比的平均值作为村庄层面上土地流转的工具变量。核算方法是:其他所有

农户或村庄的流转入土地面积除以它们所拥有耕地总面积,然后求出平均值。估计结果,如表8中

列 (4)所示。
综合上述两方面估计结果,替换土地流转的衡量指标和工具变量以后,土地流转同样显著增加

了粮食单产、减少了种粮面积以及降低了粮食产量。这也证明了前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3.改变研究方法。 (1)处理效应模型。土地流转和粮食生产都决定于很多因素,比如农户、
村庄和地区特征等,甚至还共同受到农耕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能力强的农民倾向

于流转入更多土地,其种粮效率也相对较高[9];农民流转出的土地多为劣地,其生产率相对较低。
这有可能产生样本选择偏差,造成土地流转与粮食生产关系的估计偏误。而且,如前文所述,土地

流转与粮食生产之间很可能存在因果内生性,比如农民会根据粮食生产情况来决定是否流转以及流

转多少土地。那么,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重新进行相关估

计。结果如表9所示,再次验证了前文实证分析结论。

表9 改变研究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处理效应模型 Hausman-Taylor模型

粮食产量 粮食单产 种粮面积 粮食产量 粮食单产 种粮面积

(1) (2) (3) (4) (5) (6)

土地流转 -0.416*** 0.241*** -0.13*** -1.287*** 0.677*** -0.54***

(0.0839) (0.0251) (0.04) (0.110) (0.0803) (0.04)

控制变量 + + + + + +

N 6915 535 6915 6915 535 6915

(2)Hausman-Taylor模型。如前文所述,土地流转与很多可见与不可见因素相关,其中一些

因素很难准确测度,比如土地质量、要素市场发展、农耕文化变迁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并且,考虑

到某些农户特征和村庄特征不随时间变化,为了充分利用面板数据信息以及克服内生性等问题,本

文采用 Hausman-Taylor模型重新进行相关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也验证了前文研究结论。
(四)异质性分析

1.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研究样本。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

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由此产生了农业生产方式、粮食种植结构和土地生产效率等地区差别,构成了

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异质性的基础,包括粮食单产、种粮面积和粮食产量等。比如,不同地区的地形

复杂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和非农就业机会不同,使得土地流转难易程度存在差别,进而会导致土地

耕种机械化水平、粮食生产收益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等产生地区差异[31]。另外,各地城镇化和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老龄化程度和女性占比存在地区差别,那么现代农技应用和种养结合模式

推广等在不同地区也将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为此,本文根据我国区域划分标准,将所有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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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样本,分析不同地区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差异化影响,结果如表10中

第 (1)至第 (3)列所示。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基本都

具有显著影响,即增加了粮食单产、减少种粮面积和降低了粮食产量。

表10 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的异质性分析

按照地理区域划分 按照地形地貌特征划分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区域 平原 丘陵 山区

(1) (2) (3) (4) (5) (6)

表A 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土地流转 -1.362*** -1.124*** -1.335*** -1.468*** -1.150*** -0.769***

(0.306) (0.200) (0.214) (0.224) (0.218) (0.290)

控制变量 + + + + + +

N 2226 1995 1839 3630 1869 1416

R2 0.112 0.105 0.114 0.121 0.115 0.104

表B 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土地流转 0.669*** 0.437*** 0.135 3.139*** 0.0274 0.552

(0.119) (0.159) (0.235) (1.192) (0.180) (0.346)

控制变量 + + + + + +

N 184 152 147 296 178 61

R2 0.103 0.114 0.107 0.102 0.114 0.105

表C 对种粮面积的影响

土地流转 -0.50*** -0.35*** -0.53*** -0.481*** -0.432*** -0.143

(0.11) (0.09) (0.11) (0.0798) (0.102) (0.152)

控制变量 + + + + + +

N 2226 1995 1839 3630 1869 1416

R2 0.116 0.102 0.118 0.119 0.124 0.125

2.按照地形地貌特征划分研究样本。我国地形复杂,自然资源禀赋分布不均,粮食生产呈现

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比如,与平原地区相比,丘陵和山地的田块细碎化程度较高,多分散且分布

不均,高度落差也比较大。这种地形地貌特征降低了土地连片程度,显然有碍于土地流转、规模经

营和土地经营方式转变,会造成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农技应用的实际困难①。所以,在地形地貌有差

别的不同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效率明显不同,会产生粮食单产、种粮面积和粮食产量

的区域差异。为此,本文根据CLDS中村居 (社区)地势调查,将所有研究样本划分为三类:平原

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借此考察地形地貌特征决定的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如表10中第 (4)至第 (6)列所示,除了丘陵和山区的粮食单产增长较不明显,以及山区的种粮

面积变化不大,土地流转还是增加了粮食单产、减少了种粮面积和降低了粮食产量。这基本印证了

付华等[31]的研究结论,也从侧面证明了前文理论分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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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此,本文还按照土地经营规模和土地经营主体划分研究样本,分别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同样验证了前

文有关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方式与粮食生产的理论分析,证明了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和土地经营主体中土地流转对粮食生

产的差异化影响。



五、进一步机制检验

土地流转改变了土地经营方式进而影响到粮食单产和种粮面积,最终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产

量。那么,本文分析粮食单产和种粮面积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影响粮食产量的相对大小,有利于进

一步识别土地流转改变土地经营方式进而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机制。
(一)粮食单产的决定

1.土地经营集约化。土地流转推动土地经营集约化,可以激励农民购置大型农用机械、推广

良种、改良农田以及集约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等。这增加了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投入,进而提升了粮

食单产。本文采用村庄层面上亩均务农人数作为土地经营集约化的衡量指标,核算方法是:村庄层

面从事农业生产超过3个月的村民人数除以耕地总面积。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检验了村庄层面

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集约化的影响,然后又估计了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集约化对粮食单产的共同影

响。如表11列 (1)和列 (2)所示,土地流转显著推动土地经营集约化,并且土地流转通过土地

经营集约化增加了粮食单产。

表11 粮食单产和种粮面积的决定

表A 粮食单产的决定
土地经营集约化 粮食单产 土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 粮食单产

(1) (2) (3) (4)
土地流转 -0.001* 0.0129*** 1.39*** 0.0106***

(0.002) (0.00191) (0.26) (0.00186)
土地经营集约化 -0.0337***

(0.0127)
土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 0.00129***

(0.000164)
控制变量 + +
N 535 535 535 535
R2 0.072 0.131 0.096 0.189

表B 种粮面积的决定
土地成本 种粮面积 种粮面积 种粮面积

(5) (6) (7) (8)
土地流转 0.32* -0.01*** -0.49*** -0.47***

(0.17) (0.01) (0.05) (0.05)
土地成本 -0.001**

(0.002)
粮食生产收入 0.16*** 0.18***

(0.06) (0.06)
土地流转×粮食生产收入 0.03***

(0.01)
控制变量 + + +
N 6915 6915 6915 6915
R2 0.086 0.060 0.099 0.102

2.土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土地流转使有能力、有意愿 “种粮”的农户经营更多土地,有

利于土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一方面,这既减少了 “抽空务农”现象,增加了农业劳动投入,又

充分发挥了 “种粮”能手的技术专长,缓解了农民老龄化和低素质化趋势;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和

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农业生产推行种养结合和 “农场+”等组织化模式。两方面因素都能提高土地生

产率和粮食单产。本文采用村庄层面上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来综合衡量土地经营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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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化程度,借此估计了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的影响,并检验了土地流转以及土

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对粮食单产的共同影响。结果如表11列 (3)和列 (4)所示,土地流转明

显促进了土地经营专业化和组织化,进而显著增加了粮食单产。那么,结合上述土地经营集约化分

析,这就最终证明了 H1,即土地流转推动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有效提高了粮食单

产,有利于粮食增产。
(二)种粮面积的决定

在土地流转中,粮食生产收入和土地成本都直接影响农户种粮的净收益,是土地经营 “非粮

化”和 “非农化”或者说是种粮面积减少的重要决定因素。

1.土地成本的显化及提升。按照前文分析,家庭农场流转入其他农户土地,使土地租金从

“隐性”机会成本转变为 “显性”租金支出,而且还在某些农业生产环节引入了借贷资本。这都强

化了家庭农场的趋利动机,使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非粮食作物或者是改变农地用途成为理性选择。
本文选择土地价格作为土地成本的衡量指标,赋值标准为:在农户层面上,对于流转入土地的家庭

农场,每亩土地的价格即为土地成本;对于没有流转入土地的农户,其土地成本赋值为0。这充分

反映了土地流转中土地成本显化及提升。由此,本文估计了土地流转对土地成本的影响,然后又检

验了土地流转与土地成本对种粮面积的共同影响。结果如表11列 (5)和列 (6)所示,土地流转

显化及提升了土地成本,进而显著降低了种粮面积。

2.粮食生产收入变化。如果粮食生产收入增长缓慢 (比如缓慢地高产良种推广、农资成本下

降或粮食价格上涨等),而土地流转快速显化及提升了土地成本,那么将导致更加严重的 “非粮化”
和 “非农化”现象。这样,粮食生产收入就成为土地流转作用于种粮面积的调节变量。本文选择亩

均粮食生产收入作为其衡量指标,即农户层面上粮食生产收入除以粮食种植面积。采用调节效应模

型,本文首先估计了土地流转和粮食生产收入对种粮面积的影响,然后再检验土地流转、粮食生产

收入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种粮面积的共同影响。估计结果如表11列 (7)和列 (8)所示,土地流

转降低了种粮面积,而当粮食生产收入下降时,土地流转对种粮面积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结合上

述土地成本变化分析,这最终证明了 H2,即土地流转减少了种粮面积,进而降低了粮食产量。
(三)土地流转降低粮食产量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方式转变既提高了粮食单产,又减少了种粮面积;两方面因素相比,如果

后者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大,就证明了前文有关土地流转降低粮食产量进而威胁粮食安全的分析,
也解释了近期粮食产量增速下滑的经验事实。在表12列 (1)至列 (4)中,本文分别检验了粮食

单产和种粮面积对土地流转影响粮食产量的中介效应。然后,在表12列 (5)中,本文同时估计了

土地流转、粮食单产和种粮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共同影响。

表12 土地流转降低粮食产量的多重中介效应

粮食单产 粮食产量 种粮面积 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

(1) (2) (3) (4) (5)
土地流转 0.586*** -1.119*** -0.520*** 0.118* -0.0247

(0.0959) (0.135) (0.05) (0.0702) (0.0458)
粮食单产 1.119*** 1.031***

(0.0670) (0.0247)
种粮面积 2.091*** 2.048***

(0.0391) (0.0255)
控制变量 + + + + +
N 535 6915 6915 6915 6915
R2 0.120 0.133 0.158 0.117 0.169
Sobel检验 Z=6.85,P<0.001,中介效应显著  Z=-10.01,P<0.001,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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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列 (1)和列 (5)可知,土地流转经由粮食单产而影响粮食产量的中介效应为0.60=
0.586×1.031,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再次证明了 H1,说明土地流转通过提升粮食单产增加了

粮食产量。其次,由列 (3)和列 (5)可知,土地流转经由种粮面积而影响粮食产量的中介效应为

-1.06=2.048× (-0.520),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也验证了 H2,说明土地流转通过减少种粮

面积降低了粮食产量。最后,上述两项中介效应的绝对值为0.60和1.06,两者相差0.46。计算可

得两者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低于5% (Z=2.12)。这表明,土地流转经由种粮面积减少而影响粮食产

量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由此,就最终证明了前文分析结论:种粮面积快速减少,其影响超过了粮

食单产提升,所以土地流转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六、结 语

当前我国非常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并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作为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

粮食产量的重要举措。但是,近期伴随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我国粮食产量增速却出现了大幅下滑。
这明显有悖于政策预期,产生了有关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认知困难。为此,本文从土地经营

方式转变出发,分析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逻辑一致地解释了土地流转、粮食单

产增加、种粮面积减少以及粮食产量增速下滑等现象。这对于我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筑牢粮食安

全根基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土地流转降低了粮食生产,是我国粮食产量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机制

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提高了土地生

产率和粮食单产;另一方面也显化及提升了土地成本,在种粮 “微利”条件下导致土地经营 “非粮

化”和 “非农化”,减少了粮食耕种面积;两方面因素相比,粮食耕种面积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更大,所以土地流转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基于CLDS数据库,本文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而调整研究样

本、替换衡量指标和改变研究方法以后结果依然稳健。
因此,为了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要求如下。

1.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充分挖掘粮食单产的增长潜力。首先,通过专项补助、贷款贴息、
融资担保等措施,激励农民扩大农业资本投入,借此依靠集约化使用各种生产要素,降低粮食生产

成本;其次,通过财政奖励、宣传教育等措施,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提高粮食生产专

业化水平;最后,通过专项补助、贷款贴息和财政奖励等措施,发展种养结合、农场间协作和 “农
场+”等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另外,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平原地区,通过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的新

型土地经营主体,更加有利于提升土地生产率和粮食单产。

2.提高粮食种植收益、强化土地用途监管,筑牢粮食种植面积的 “底线”。首先,要健全面向

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帮助小农户克服小规模土地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

化劣势,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其次,要根据粮食价格变化、农资价格上涨和土地租金提

升等具体情景,将种粮补贴指数化和动态化,以防止粮农的种粮收益被过度侵蚀;最后,要加快推

进 《粮食安全保障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对土地经营 “非粮化”和 “非农化”行

为的预警及惩戒。另外,还要完善特惠性种粮补贴的适度倾斜机制,消除土地租金显化与提升对规

模化土地经营主体的不利影响。

3.优化粮食安全制度保障体系,协调土地流转与粮食安全的关系。首先,把要素市场供求、
不同品种比价和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考虑在内,来完善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并探索粮食作物全成

本保险和种粮收入保险,以稳定粮农种植收益预期;其次,要发展以普惠金融为核心的粮食产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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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以解决粮食生产者在农资供应、农用机械、农田改良以及水利建设等方面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最后,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和多类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将统防统治、生产性委托、
农机化服务、烘干仓储等都纳入生产性补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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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LandCirculationHelpImproveFoodSecurity?
—BasedontheAnalysisofChangeofLandManagementMode

JINWei-dong,FANGFang,CHENPei-qi

Abstract:Recently,landtransferhasbeenregardedasavalidstrategytoensureeffectivegrainsupply
andfoodsecurity.Therefore,thispaperexaminedtheinfluenceoflandtransferongrainproductionin
termsofbothgrainyieldperunitareaandgraincropssownarea.Theresultsshowedthatlandtransfer
significantlyreducedgrainoutput,whichwasanessentialfactorforthedeclineofChina􀆳sgrainoutput
growthinrecentyears.Furthermechanismresearchshowedthatlandtransferencouragedsmallfarmers
toconverttofamilyfarms.Ontheonehand,thischangefacilitatedtheintensificationandspecialization
oflandcultivation,whichincreasedgrainyieldperunitarea.Ontheotherhand,thischangeincreased
andmanifestedthecostofland,whichreducedthegraincropssownareaunder“marginallyprofitable”

conditions.Bycomparison,thereductionofgraincropssownareahadagreaterimpactongrainproduc-
tion.Consequently,landtransferdecreasedgrainoutputingeneralandposedathreattoChina􀆳sfoodse-
curity.
Keywords:landtransfer;grainproduction;grainyieldperunitarea;graincropssownarea;foodse-
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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